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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康复在卒中后抑郁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戴 剑 1， 王丽清 1， 程家欣 1， 钟金梅 1综述， 潘集阳 2审校

摘 要： 卒中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因患病率、致残率、致死率较高，给患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负

担。卒中后抑郁属于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对卒中幸存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影响极大，已逐步成为备受关注的公

众健康问题。目前临床常用的治疗为口服精神类药，但因患者依从性差，其临床效果不理想。而心理康复作为一

种安全、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正被患者及临床医生所接受，本文归纳了近年来心理康复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研究

进展，旨在为临床拟定相关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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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DAI Jian，WANG Liqing，
CHENG Jiaxin，et al.（Departmen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
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Cerebral stroke is a commo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hat gives rise to the increases of the morbidity，dis⁃
ability and fatality rates，and imposes burdens to the patients family and the whole society.  Post-stroke depression is a kind 
of clinical complications for cerebral stroke patients，as a complicati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affects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stroke survivors， and has become a widely concerned public health issue.  At present， oral psychotropic 
drugs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Patients often have poor compliance and clinical efficacy is not ideal.  Psycho⁃
logical rehabilitation ， as a safe and effectiv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 has been accepted by patients and clinician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is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post stroke depres⁃
s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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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结果［1］，我国的

卒中发生率高达 276. 7/10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令

人担忧。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2］

属于继发性抑郁症的一种，通常是指患者在出现脑

卒中疾病之后，出现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和意志力减

退等抑郁症状和相应躯体症状的综合征，是卒中后

最常见且负担最重的神经精神并发症之一。同时也

是影响卒中后患者康复疗效的一大重要因素，发病

率约占脑卒中患者的 20%~50%［3］。已有的研究表

明，卒中后的各个时间节点都有发生PSD的可能性，

5 年内的综合发病率是 31％，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

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老年人更为多发［4］。
PSD 的发生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认知功能损

害，进而影响脑神经功能的恢复和疾病的预后，导致

患者的活动能力及社会功能下降，病程迁延，不仅降

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可能会增加患者的致残

率、复发率和自杀率［3，5，6］，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

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

意义。本文对卒中后抑郁的心理康复治疗的相关危

险因素、手段及作用等内容进行综合概述，旨在提高

医务工作者、PSD 患者及家庭和社会对 PSD 患者的

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同时为 PSD 心理康复治疗的

更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卒中后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

了解PSD的危险因素有助于临床对该疾病的预

防和治疗，同时对 PSD 发病机制的探讨起到关键。

PSD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疾病，常与生物因素、社会

因素和心理因素等方面密切相关。

1.1　生物因素　遗传因素、精神疾病史、卒中

严重程度、病变位置、躯体和认知功能障碍是常见的

PSD生物学危险因素［7］。

精神疾病的病因很复杂，基因突变引起的基因

多态性表达与精神疾病的发生有密切的相关，其中

血清素受体、炎性因子的基因多态性对 PSD 的发生

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基因突变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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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8］。近年来有研究发

现［9， 10］，一些参与胺类递质转换、神经炎症、神经营

养因子作用的基因是PSD的危险因素。国内的一项

研究指出［11］：在 5-HT（2α）受体基因中（rs6311 和

rs6313）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显示对 PSD有显著影响。

对汉族患者的分析中［12］，相关研究者发现 5-HT（3d）
受体基因中的（rs55674402）与 PSD 相关性显著。

Kim 等［13］研究发现炎症因子 IL-10 的相关基因（IL-

10-1082A/A）与PSD明显相关，可能与炎症因子的产

生受特定基因多态性的转录活性影响有关。Lowry
等［14］对动物的研究发现，被隔离小鼠的海马炎症反

应增强，表现为小胶质细胞活化增多、促炎细胞因子

TNF-α 的基因表达增多，高度表达的这些因子与

PSD的发生发展有关。

抑郁症个人史和家族史是 PSD 的显著危险因

素［15］，这类患者更容易在卒中急性期和亚急性期发

生PSD［16］。这也许是因有抑郁症个人史及家族史的

患者在发生卒中重大变故后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的

原因。严重程度和病变位置也是 PSD 的危险因素，

如大面积卒中、多次卒中与PSD的发生显著相关［17］。
研究发现，与其他病变位置相比，额叶和基底神经节

的损伤能够预测更高的PSD风险［18］，然而，一项荟萃

分析研究发现该结论仅仅在卒中急性期具有统计学

意义［19］。此外，相当多的研究发现卒中导致躯体和

认知方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大 PSD 的发生概率［16］。
由此看来卒中的严重程度、病变部位、躯体和认知方

面的功能障碍等，这些卒中所带来的不良预后会一

定程度给患者带来消极情绪，发生 PSD 的风险也会

随之变高。

1.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对 PSD 的影响通常

包含人口学特征、社会压力、社会关系等方面。

人口学特征中年龄和性别是最常被考虑的PSD
危险因素，但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7，20］。Shi
等［21］对比了中老年 PSD 的易患程度，结果显示由于

中年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

更容易导致 PSD 的发生。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年龄

较大是 PSD 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老年患者在卒中

后急性期发生抑郁的可能性更大［22］。一部分研究认

为女性是发生 PSD 的危险因素［16， 22］，一篇系统综述

报告发现纳入元分析的文献里有 7项研究表明女性

与 PSD相关，但有 13项研究发现 PSD和性别之间没

有关联［7］。以上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提示年龄和

性别并不总是 PSD 的风险因素，或许还与个体承受

的社会压力、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因卒中导致的

社会功能受损（如丧失工作能力）是卒中发生后 5年

内PSD的危险因素［15］。社会支持差（包括独居、没有

亲密朋友或伴侣）、无助以及被动应对被认为是PSD
的风险因素［23］。Ahmed 等［24］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暴

发期间，由于实行隔离，可能无法在家人、朋友的陪

同下到医疗机构进行及时康复治疗，卒中患者的焦

虑抑郁症状明显增加，这也间接提示，社会支持在

PSD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人口学特征

里年龄和性别因素与 PSD 的发生仍然存在一定争

议，也许 PSD 患者承担的社会角色、个体承受力不

同，由此与之相关的社会压力、社会关系则成为影响

PSD 产生的主要原因。

1.3　心理因素　目前的研究中，心理因素对

PSD的影响中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人格、认知方式、睡

眠等相关内容。

人格是由先天获得的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独特的个性特点，人类个体的差异性

导致了人格的多样性，而 PSD 的发生与某些人格因

素有着重要联系。一项中国卒中幸存者的PSD的风

险预测模型研究显示人格因素中的内外向、社会化

和稳定性是 PSD 的重要风险因子［25］。其中，神经质

人格情绪稳定性较差，当面临生活压力或负性事件

发生时，更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内向人格和社会化程

度较低的个体面对卒中后身体及心理发生变化时，

常采用消极的认知策略和情绪表达［26］，社会支持的

利用度低，容易出现PSD［23］。此外，胡会婷［27］研究发

现，A型性格的患者因具有浮躁、不服输且容易紧张

的性格特点，他们往往冲动易怒，在面临卒中后因神

经功能受损，行动不便等刺激时，心理反应较非A型

性格更剧烈，继而导致神经内分泌受影响，更易发生

PSD。神经质人格、内向人格患者在面对生活突发

事件时更容易倾向消极，当面临卒中时更容易表现

消极情绪，A 型性格的性格特点也是发生 PSD 的主

要原因之一。

情绪（焦虑、抑郁）与睡眠存在着密切且互为因

果的关系，每晚的睡眠时间<6 h可预测脑卒中后焦

虑、抑郁的发生，而焦虑、抑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睡

眠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对睡眠质量有直接影

响［28，29］。失眠所引发的内分泌失调也是引起抑郁的

原因之一，失眠引起患者夜间交感神经兴奋，加速神

经递质释放、促进炎症因子异常分泌并影响下丘脑-

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30］。所以

近年来，睡眠时长及睡眠质量引起了业内学者的关

注，有学者［31］认为，适中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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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 PSD 的保护因素，可能是因为失眠降低了个体

的积极情感体验，即破坏其情感调节能力，导致个体

更容易出现负性化的情绪体验［32， 33］。睡眠的质量与

PSD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卒中患者而言，不好的

睡眠质量会引起焦虑、抑郁的情绪，更是导致内分泌

紊乱而进一步加重抑郁。

2　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康复措施

目前，针对PSD患者，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

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康复治疗及其他治疗，其

中药物治疗为主要手段，临床代表性药物主要包括

舍曲林、艾司西酞普兰、西酞普兰、氟西汀等［3］。药

物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患者的症状，临床研究

表明，药物干预组患者与安慰剂组患者相比，前者的

症状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改善。与此同时，药物的使

用不可避免地会伴随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

嗜睡、食欲变化、体重增加等，长期服药本身也是增

加患者心理负担，降低药物治疗依从性的重要因素。

心理康复较药物治疗有着显著的优势，更少的

副作用，针对卒中患者从改变认知、调节生理活动、

基因表达方面改善其抑郁情绪。近来的研究表

明［34］，心理康复治疗对PSD的治疗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传统的药物治疗不同的是，采用心理康复治疗时，

患者不会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产生更多的心理负

担。心理康复治疗作为一种无明显副作用的治疗方

式，可以改变卒中患者的不良认知，对脑神经活动产

生调节，进而影响全身内分泌系统功能，甚至对基因

表达产生影响，以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35］，提升患者

参加机体康复训练的主观能动性。Thomas等［36］研究

也证实了心理康复治疗对 80%左右的PSD患者有帮

助，该研究还证实了心理康复治疗与抗抑郁药物有

协同作用，心理康复治疗不止从生理上调节身体机

能，从心理上调动患者治疗的主动性。

目前，对心理康复治疗的研究包括有认知行为

疗法、艺术疗法、团体心理疗法、正念减压疗法等。

2.1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CBT主要是通过引导患者学会识别、记录和

改变消极的想法、认知和感受，建立新的认知；通过

指导、示范、纠正等矫正技术，矫正社会适应不良行

为，使患者能够用更为合理现实的方式进行思维加

工和行动。研究表明，单用 CBT疗法或与抗抑郁药

物联合使用都对 PSD 患者有效［37］，CBT 疗法不仅可

以有效缓解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情绪低落及精力减退

等症状，并且对患者的睡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8］，且
从长期来看，CBT 的治疗效果比药物治疗的作用更

为持久［39］。认知行为疗法对PSD患者抑郁症状有一

定的疗效，可以缓解低落的情绪和睡眠，其效果也具

有持久性。

2.2　艺术疗法［40］　艺术疗法主要是通过绘画、

音乐等各种艺术表现与交流的形式，使患者身心均

可以参与其中，从而改善患者的感觉和认知能力，提

升自我意识，提高情绪调节能力与社会技能，从而减

少患者的内心冲突与痛苦。艺术疗法具有开展性

强、接受度高、不良反应低等优点，在一定程度减轻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国内学者孙剑虹等［41］的研

究发现，视觉和绘画艺术治疗可以有效降低 PSD 患

者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减轻患者的疲惫感，同

时促进了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更早的研究表明，

绘画疗法结合常规的康复训练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

卒中后抑郁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42］。艺术疗法对患

者的艺术经验没有要求，一项研究表明，不管患者是

否喜好音乐，音乐治疗都能得到较好的疗效［43］。音

乐疗法具备容易开展实施，可接受性高，无不良反应

等优点［44］，目前已经被广泛地用作辅助治疗手段［45］。
国内的研究者用音乐疗法联合其他疗法对PSD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有效改善了 PSD 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提升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患者对后期康复训

练的依从性［46-48］。音乐疗法与绘画艺术，从视觉与

听觉的角度对 PSD 进行心理干预，改善患者抑郁情

绪和认知，一定程度地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对患者

的整个康复治疗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2.3　团体心理疗法　团体心理疗法是在团体

情境下促进患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观察、学习、

模仿等方式，提高参与患者的人际交往技能，属于经

历性体验［49］。团体心理疗法主要是调动PSD的社会

交往能力，在与别人交往中满足一定的情感需求。

在参加团体治疗的过程中，PSD 患者可以在组内成

员的分享中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事件，进而提升患

者参与康复治疗的积极主动性，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50］。研究证实团体治疗可

以明显减轻 PSD 患者的神经功能受损程度，改善认

知功能，但其作用机理目前仍没有合理有力的解

释［51］。通过团体心理疗法，改善患者消极情感，从而

对后续的治疗持积极的态度。

2.4　正念减压疗法　正念减压疗法是通过指

导患者运用内在的自身力量，释放个体压力、调节负

面情绪的心理调节方法［52］。正念减压疗法通过刺激

大脑的情感功能区域一定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情

绪，改善人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健康人群通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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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减压训练后，大脑特定的积极情感功能区域活动

明显增强［53］，而特定的消极情绪功能区域的神经活

动明显减弱，研究对象的主观消极情绪也有所减

少［54］。正念减压疗法对改善患者的睡眠状态起到一

定的作用。PSD患者入睡困难、睡眠过多、易醒及醒

后伴恶劣心境的情况明显多于非抑郁患者［55］。PSD
患者因躯体功能障碍终日卧床，出现白天精力不佳，

易疲惫，对康复失去信心，焦虑不安等问题，无法承

担原有角色、经济压力等个体感知压力。临床研究

发现，正念减压疗法可以改善 PSD 患者的睡眠质

量［56］，有效调节患者的知觉压力水平［57］。消极的情

绪及不良的睡眠质量会影响PSD患者对治疗的积极

性和自信心，正念减压疗法有效地缓解情绪和睡眠

问题，给治疗提供一定的助力。

3　小结与展望

卒中后抑郁严重影响了卒中后幸存者的生活质

量及预后，对社会和公共卫生都是一个值得关注和

探讨的问题。虽然目前临床上已有的药物可以缓解

PSD 患者的部分症状，但是药物使用所带来的不良

反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对 PSD 患者开展心理康复治

疗就变得更为不可或缺。目前虽然诸多研究表明不

同的心理干预方式对 PSD 患者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但干预时间较短，样本数目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讨心理康复在卒中后抑郁治疗中的机制和效

应，加强个体化治疗策略的研究。此外，跨学科合作

和技术创新也是值得关注的方向，以提高心理康复

在卒中后抑郁治疗中的疗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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